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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王 利 华

　　提　要:中古时期 , 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 ,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具体表现为: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 大型国

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 , 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 羊取代了猪

成为主要肉畜 。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 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

动 , 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 ,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

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 , 与所谓 “胡化”

和 “汉化” 过程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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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史学家认为 , 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 , 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 “重农轻牧的跛行状

态” , 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 , 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

支配地位 , 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 。因而 , 自战国以来 , 中国农业乃是一种 “跛足农业” , 即作

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①。大体说来 , 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

地区 , 自战国秦汉以来 , 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 , 并且从总体上说 ,

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 , 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 , 这种下降

的趋势是波浪式 , 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 , 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

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 , 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 , 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 , 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

业的分布 、 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 、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② , 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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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谭其骧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一文 (收入其 《长水集》 下册 , 人民出版

社 , 1987年), 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 , 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

多论述;史念海 《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 和 《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

东部地区》 等文 (收入所著 《河山集》 5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1年), 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

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 《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 (收入所著 《六朝史论》 , 中华书局 , 1998

年), 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 、 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

俊民 、 王世平著 《唐代马政》 (西北大学出版社 , 1995 年)对唐代马政 (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

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 , 唐启宇 《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 , 1985 年)4 章 2 节 、 李剑农 《中国古

代经济史稿》 (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90 年)2卷 3 章 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

高敏主编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15 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

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中国农学史》 上册 , 科学出版社 , 1984 年 , 56 、 75页。



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 、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 , 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

欠缺 , 笔者曾在 《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① 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 本文拟在

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

向如何 ? 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 , 原因何在 ? 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

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 ? 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

间的关系 ?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 为探讨古代中国 (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

牧经济畸轻畸重 、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 , 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

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 。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 , 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

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 , 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 , 舛谬之处 , 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①

考古资料证实 ,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 , 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 , 畜禽

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 , 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 , 马 、 牛 、 羊 、 猪 、 鸡 、

犬相继被驯化家养 , 我国传统的 “六畜” 逐渐齐备 。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

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 , 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 、 数量也最多 。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

化遗址中 , 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 , 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

对优势 , 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②。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

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 , 尚无法证明 。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 , 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 , 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 ,

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 , 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 、捕猎为生 , 这就是所谓 “夷

夏杂处” 的经济背景 。在 “夷夏杂处” 时代 , 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 ,

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 、 狄 , 牧养着大量的畜群 。由于当

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 , 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 , 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

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 , 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 , 一次用

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 , 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 “五百牢” 或 “千牛” , 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

牲畜③;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 , 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 “三百维群” 的羊和 “九十

其 ” 的牛群 , 畜牧业亦堪称发达④。“夷夏杂处” 时代 ,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

竞争的时代 , 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 , 尽管农

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 , 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 , 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

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 , 但在当时 , 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⑤。不仅如此 , 文献资料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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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④

⑤ 有关问题 , 可参李根蟠等 《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一文的论述 , 载翁

独健主编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4年 , 189—206 页。

《诗经·小雅·无羊》 云:“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 (按:黑唇黄牛曰 )。 尔羊

来思 , 其角 ;尔牛来思 , 其耳湿湿 , 或降于阿 , 或饮于池 , 或寝或讹。尔牧来思 , 何蓑何笠 , 或

负其糇 , 三十维物 , 尔牲则具。” 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 , 其中羊三百成群 , 黑唇的黄牛

则九十成群 , 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 , 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

③　参梁家勉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 农业出版社 , 1989 年 , 37、 77—78 页。

参拙著 《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年 , 104—124 页。

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

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 , 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



映:在 “夷夏杂处” 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 , 马 、牛 、 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

相当高的地位 , 由于战争 、 运输和祭祀的需要 , 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 、 牛 、

羊饲养业 。

然而自战国以后 ,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以牧畜为主业的民

族不断向西北退却 , 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 , 长城

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 , 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

下。不过 , 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 , 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

———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 , 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 、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

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 , 大抵取决于汉 、 胡力量的强弱对比 , 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

以农耕为主 , 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 。据 《史记》 卷129 《货殖列传》 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

年 , “龙门 、碣石北多马 、 牛 、 羊 、 旃裘 、 筋角” , 天水 、 陇西 、 北地 、 上郡 , “西有羌中之利 ,

北有戎翟之畜” , 据此 , 则 “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

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 , 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①。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

时期 , 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 , 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 , 农耕区域一直扩

展到了阴山脚下 , 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 、 村落相望 , 其中 “河南地”② 的新兴农业尤为繁

荣 , 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 , 在当时被称为 “新秦中” 。故此 , 在秦汉时期 , 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

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

至于中原内地 , 随着农田扩展 、草场减少 , 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 , 社会经

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 , 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 , 故战国时人

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 , 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 , 并且饲养对象以猪 、 鸡 、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

杂食性畜禽为主③。畜牧生产的规模 、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 , 与商代 、 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 , 逐

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两汉时期 , 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 , 饲养的羊以百计 , 甚至

可达千头④, 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 , 除耕牛之外 ,

猪 、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 , 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 , 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⑤。这些情况

说明 , 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 、 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 , 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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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齐民要术·序》 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 , 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 、 鸡 、 牛等。 如黄霸在

颍川 (今河南禹县等地) “使邮亭 、 乡官 , 皆畜鸡 、 豚 , 以赡鳏 、 寡 、 贫穷者” ;龚遂在渤海 (汉渤海

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 令 “家二母彘 、 五鸡” ;僮种在不其 , “率民养一猪 、 雌鸡四头 , 以供祭祀 ,

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 “课民无牛者 、 令畜猪 , 投贵时卖 , 以卖牛” ;杜畿在河东 (汉河东郡辖今山

西西南部), “课民畜字牛 、 草马 , 下逮鸡 、 豚 , 皆有章程 , 家家丰实” 等等 , 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

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 《世说新语》 记载曹魏 、 西晋故事 , 有多条涉及猪 , 但羊却

几乎未提到。

《汉书》 卷 58 《卜式传》。

如 《荀子·荣辱》 说:“今人之生也 , 方畜鸡狗猪彘 , 又畜牛羊。” 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 《孟

子·梁惠王上》 云:“五母鸡 、 二母彘 , 无失其时 , 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 又云:“鸡 、 豚 、 狗 、 彘之畜 ,

无失其时 ,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 , 不

一一俱引。

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

参前揭谭其骧文。



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

由上可见 , 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 , 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 ,

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 , 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 , 并且这

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 , 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 , 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

因而得到遏止 , 在中古时代即魏晋 —隋唐时期 , 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 。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 , 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 , 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

显发展 , 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 , 始自东汉 ,

迤至唐初 , 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 , 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

如上所言 , 在秦代和西汉时期 , 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 , 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

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 , 自东汉开始 , 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 , 西北边境的匈奴 、

羌 、 胡 、 休屠 、 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 , 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 , 边境冲

突不断加剧 , 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 , 至东汉末年以后 , “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 、 吕梁

山 , 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 , 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 、 以南 , 基本上是农

区;此线以西 、 以北 , 基本上是牧区。”① 直到北魏中期以后 , 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

少数民族逐渐汉化 , 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 , 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 , 在长达数个世纪

中 , 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 , 历十六国至于唐初 , 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 、汉

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 , 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 , 在今山西地区 , 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②, 以畜牧为业 ,

其 “牛 、羊 、驼 、马 , 色别为群 , 谷量而已”③ , 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

区。陇右地区的人民 , 直至隋代仍 “以畜牧为事” , 不便定居屯聚④;唐武则天时期 , 人们仍认

为 “陇右百姓 , 羊马是资”⑤;直到唐代中期以后 , 位于京兆西北的 、 宁等州 , 还因产羊甚多

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⑥。由于畜牧经济发达 , 自北朝至于唐代 , 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

策 , 赋税征纳以羊 、 马等牲畜为准 , 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 、 大牛⑦;唐代的情

况 , 据 《大唐六典》 称:“诸国蕃胡内附者 , 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 , 上户丁输羊二

口 , 次户一口 , 下户三户共一口”⑧ , 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 , 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 , 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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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魏书》 卷 3 “户部郎中员外郎” 条。

见 《魏书》 卷 3 《太宗纪》 、 卷 4上 《世祖纪上》 。

《太平广记》 卷 133 “朱化” 条引 《奇事》 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 、 宁贩羊事。

《全唐文》 卷 269 张廷 《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 。

《北史》 卷 73 《贺娄子干传》。

《魏书》 卷 74 《尔朱荣传》。

据 《魏书》 卷 106上 《地形志》 上记载 , 当时秀容为郡 , 辖秀容 、 石城 、 肆卢 、 敷城四县 , 在今山西忻

县 、 原平县一带。

谭其骧:《长水集》 (下), 22 页;又参史念海 《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 收于 《河山集》

3集 , 55—75 页。



盛而著称的州郡 , 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 , 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 “三魏近甸” 区

域设立 “典牧” , 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 , 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①;西晋的京畿之

地———司州 (辖今山西南部 、河南北部 , 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 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

密 、农业最盛之区 , 此时却是牧苑广阔 , “猪羊马牧 , 布其境内”②。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

界 , 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 , 羯人石勒起兵时 , 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③。北魏迁洛之

后 , 更辟 “石济以西 、 河内以东 , 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 , 设立河阳牧场 , “恒置戎马十万

匹” ④。这一时期 , 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 , 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 。一时

间 , 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 “夷夏杂处” 、 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 , 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 ,

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 , 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 , 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 , 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

天兴二年 (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 , 至明元帝泰常六年 (421年), 又 “发京师六

千人筑苑 , 起自旧苑 , 东包白登 , 周回三十余里”⑤ , 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 , 太武帝拓

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 , 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 卷 110 《食货志》

称:“世祖之平统万 , 定秦陇 , 以河西⑥ 水草善 , 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 , 马至二百余万匹 , 橐

驼将半之 , 牛羊则无数。” 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 为满足京师洛阳军

事警备的需要 , 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 , 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 。 《魏

书》 卷 44 《宇文福传》 载:“时仍迁洛 , 敕 (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 。福规石济以西 、河内以

东 , 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 。事寻施行 , 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 , 福善于将养 ,

并无损耗”;河阳牧场 , “恒置戎马十万匹 , 以拟京师军警之备 。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 , 以渐

南转 , 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 。” ⑦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 , 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

“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 , 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 。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 , 杂以牛羊杂畜 , 不啻

百万 , 置八使四十八监 , 占陇右 、 金城 、 平凉 、 天水四郡 , 幅员千里 , 自长安至陇右 , 置七马

坊 , 为会计都领 。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 , 皆属七马坊 。”⑧ 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 , 《元和郡县

志》 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 、 渭二州之北 , 会州之南 , 兰州

狄道县之西 , 置监牧使以掌其事 。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 , 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

八十里 , 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 , 北使寄理原州城内 , 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 。天宝中 , 诸

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 , 西使管十六监 , 北使管七监 , 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 , 东西约

六百里 , 南北约四百里。”⑨ 自山陇以东 , 岐 、 、 泾 、 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 , 《新唐书·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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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元和郡县志》 卷 3 《关内道》 三 “原州” 。另参 《全唐文》 卷 226 张说 《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

碑》 、 《资治通鉴》 卷 212 玄宗开元十三年。

《旧唐书》 卷 141 《张孝忠传附茂宗传》。

《魏书》 卷 110 《食货志》。

按:此 “河西” 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 , 非指河西走廊。

《魏书》 卷 3 《太宗纪》 。

《魏书》 卷 44 《宇文福传》。

《晋书》 卷 104 《石勒载记上》。

《晋书》 卷 51 《束皙传》。

《晋书》 卷 26 《食货志》 引杜预上疏。



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 , 马七十万六千 , 置八坊岐 、 豳 、 泾 、 宁间 , 地广千里” 。此外 ,

夏州有群牧使 , 盐州也曾有八监 , 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 , 则牧养诸牧所送牛 、

羊 , 以供朝廷尚食 、 宴会和祭礼之用 。本区域的其他地区 , 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 , 例如

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①。

由这些史实可见 , 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 , 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 , 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

汉 , 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 , 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 , 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 , 特别是用马的需要 , 因此马

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 , 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 “马政” 。对此 , 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

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 , 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 , 特别是羊的生产 。实

际上 , 在唐代监牧中 , 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 , 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据

张说 《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一文记载:开元元年 (713年)监牧共有马 24万匹 ,

至十三年 (725年)发展到 43万匹;除此之外 , 牛由35 000头发展到 5万头 , 而羊则由112 000

口 , 发展到286 000口②;又据天宝十三载 (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 、 殿中侍御史张通

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 , 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 603头匹口 , 其中有羊

204 134口③ , 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 , 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 ,

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④。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 , 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

的肉食原料供应中 , 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据 《魏书》 的记载:北魏晚期 , 由于诸官牧相继

丧失 , 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⑤;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 , 除上述同

州沙苑监以外 , 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⑥。由此可见 , 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 , 并非完全是

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 , 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 。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

的注意 , 故本文特加指出 。

中古时期 , 特别是北朝时期 , 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 , 领民酋长 、官僚贵

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 , 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 、越豆眷 、 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 ,

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 , 牧场上从事放牧的 “牧子” 亦以千数计 , 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

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 , 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 、 羊 、 驼 、 马 , “色别为群 , 谷量而已” 。

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 “家僮千数 , 牛马以谷量”⑦。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 , 对 “私家

有马千匹者 , 必取百匹 , 以此为恒”⑧。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 , 在东部农耕区域 , 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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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魏书》 卷 18 《广阳王深传》。

《北齐书》 卷 15 《娄昭传》。

《册府元龟》 卷 621 《卿监部·监牧》 引哀帝天 三年 (906 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

等 , 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 , 其肉便在物料数内 , 续以诸处送到羊 , 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 , 今知旧

数已尽 , 官吏所由多总逃去 , 其诸处续进到羊 , 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 , 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

废。”

《魏书》 卷 110 《食货志》 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 , “而关西丧失尤甚 , 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

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 , 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 , 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

二石。” 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

具体内容参 《唐律疏议》 卷 15 《厩库律》 “厩牧令” 条;《大唐六典》 卷 17 《太仆寺·典厩令》 。

《册府元龟》 卷 621 《卿监部·监牧》 。

《全唐文》 226。

《新唐书》 卷 223 《卢杞传》。



规模也有所扩大 。魏晋北朝时期 , 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 , 西晋时期以豪

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 , “有田十顷 , 羊二百口 , 鸡猪鹅鸭之属 , 莫不毕备 。”① 潘岳则

“牧羊酤酪 , 以俟伏腊之费” ②。贾思勰 《齐民要术》 卷 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 、山

东地区的畜禽饲养 、 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 。据该书记载可知:当时 , 农家所饲养的畜禽

主要是牛 、马 、 羊 、 猪 、 鸡及鹅 、 鸭等等 , 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 , 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

书提到养羊生产 , 每以千口为言③;作者本人也曾养有 200口羊 , 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

豆 , 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 《齐民要术》 的记载来看 , 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

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 , 而他们家养的畜

禽 , 仅羊即达 200口 , 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 , 否则贾思勰不会屡

以千口为言 。以单个家庭而论 , 即使在游牧区域 , 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 , 关

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 , 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 , 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 , 这应是因

前一时期人口较少 , 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 , 对此后文还将述及 。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

业 , 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 , 不能一一引证 。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 , 在魏晋北朝时期 , “羊肉酪浆” 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 “中国之味” ,

“食肉饮酪” 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 , 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④。唐代胡食风行 , 胡

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 , 而畜牧业的发展 , 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 《唐大诏令集》

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644年)十月 《讨高丽诏》 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 ,

家给人足 , 余粮栖亩 , 积粟红仓 , 虽足以为兵储 , 犹恐劳于转运 , 故多驱牛羊 , 以充军食 , 人

无裹粮之费 , 众有随身之廪 , 如斯之事 , 岂不优于曩日。” 肉畜大量驱做军粮 , 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 , 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 , 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 , 具体

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 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 , 则远

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 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 , 《齐民要术》 也列有专篇 , 但

与两汉相比 , 猪的地位明显下降 , 家庭饲养不成规模 , 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 , 与黄土高

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 。当时文献记载羊 , 其数量常以千 、 万乃至十万 、百

万计 , 而关于猪 , 前引虢州官猪3 000头 , 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 《齐民要术》 和

《四时纂要》 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 , 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

度远远超过养猪⑤。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 , 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 ,

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 , 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 , 牛羊当然是主要

肉食。反映在礼俗上 , 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 , 其次则是牛犊 , 还有雁 , 但没有猪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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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隋书》 卷 9 《礼仪志四》 。

《齐民要术》 记载养羊技术甚详 , 其篇幅超过养猪 、 鸡 、 鹅 、 鸭等篇之和很多;而 《四时纂要》 中关于

养猪的条文有 8 条 , 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 13条。

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 , 可参拙文 《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 载 《中国农史》 2000 年

4期。

如其 《养羊》 篇云:“羊一千口者 , 三四月中 , 种大豆一顷杂谷 , 并草留之 , 不须锄治 , 八九月中 , 刈

作青茭” ;又云:“一岁之中 , 牛马驴得两番 , 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 , 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

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 , 必岁收千口” 。

《晋书》 卷 55 《潘岳传》 引 《闲居赋》 。

《太平御览》 卷 919 《羽族部》 6引石崇 《金谷诗序》 。



此外 , 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 “生两男者 , 赏羊五口”①。至于唐代的情况 , 据 《六典》 记载:

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 , 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 , 每月常食料有羊 20口 , 猪肉 60

斤 , 羊 、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 , 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 4分

(即每月 12口羊), 四 、 五品官每日羊肉 3分 (即每月羊 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

主。又 , 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 , 没有提到猪 , 只提到了犊 (小牛)和羊 , 也以羊为主②。此

外 , 《太平广记》 卷 156 “李德裕” 引 《补录纪传》 的一则故事很有趣 , 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

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 。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 , 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 , 没有说

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 , 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

府元龟》 卷484 《邦计部·经费》 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 (932年)十二月乙亥 , 三司使冯 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

羊 , 计支三千口 。帝曰:“不亦多乎?” 范廷光奏曰:“供御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 , 岁计

七万余口 , 酿酒糯米二万余石 。” 帝闻奏敛容良久 , 曰:“支费大过 , 如何减省?” 初 , 庄宗

同光时御厨日食羊二百口 , 当时物论已为大侈 , 今羊数既同 , 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 , 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 。后唐去唐亡不远 , 在一定程度

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 。如据上文所引 《六典》 , 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

下 , 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 , 而且还能提

供乳品 , 事实上 , 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 , 也不是马乳 , 而是羊乳 , 这在中国

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③。

此外 , 北魏至隋朝时期 , 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 , 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

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 500口④、 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 200口⑤, 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

平齐有功受到重赏 , 赐物中亦有 “牛羊数千”⑥。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 , 重臣高 、 杨素及宇文

忻 、 李安等 , 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 , 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 000口⑦。

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 , 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 , 肉畜 (不包括马 、 牛等役畜)之中独以

羊为赐物 , 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 , 为当时的主要肉食 。在中古文献中 , 我们仅找到一条有

关赐猪的记载 , 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 000头赐与贫民⑧。

根据以上史实 , 当时本地区猪 、 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 , 自然不言而喻 。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 ,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 , 造成了与前一时

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 ———即以养羊为主 、养猪为次 , 并维持了一千余年 (宋元时代仍基

本维持着这一结构), 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 。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

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 , 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 , 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 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

次重大的变动过程 , 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 , 国营和私营 、 牧区和农区的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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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册府元龟》 卷 106 《帝王部·惠民二》 , 《新唐书》 卷 223 下 《卢杞传》。

分见 《隋书》 卷 41 《高 传》 、 卷 48 《杨素传》 、 卷 50 《李安传》 及卷 53 《贺娄子干传》 。

《隋书》 卷 39 《元景山传》。

《北史》 卷 55 《平鉴传》。

《北史》 卷 54 《司马子如传》。

参拙文 《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

《大唐六典》 卷 4 《膳部郎中员外郎》。

《北史》 卷 43 《邢峦传》。



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 , 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 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 , 应

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 ,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 , 羊在肉畜

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 , 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 、文

化和生态的导因 , 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 、 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要地说 , 是自然

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 , 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 , 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 。自东汉末期以后 , 中原社会长期处

于战乱之中 , 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 , 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

于瘫痪 , 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

的游牧民族 , 乘中原社会动荡 、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 , 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

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

其次 , 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 , 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 , 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

必要的前提 。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 , 中原地区战乱频仍 , 生灵涂炭 , 人口密度大大降低 ,

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 , 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 、农耕

萧条的局面 , 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 , 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 , 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

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 , 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 , 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 , 并带

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 、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 “食肉饮酪” 的生活习惯 。

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 , 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 , 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 , 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 “羊肉酪浆” , 单纯草食性的

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

最后 , 自东汉以降 , 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 ,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

期①。由于气候转冷 , 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 , 牲畜产量相应下降 , 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

寒冷期的冬季 , 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 , 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 , 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

生存危机 , 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 , 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 。当

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 , 人口锐减 , 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 , 成为当地的主人 。由于他

们的到来 , 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 , 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 、

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 , 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 , 亦与

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　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 , 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 、 国家经

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 , 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 , 似乎获

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 “跛足农业” 的良好机会。但是 , 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

牧并重的道路 , 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 , 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 , 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 。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 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 , 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

逐渐向西北退缩 , 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 , 除官牧以外 , 大型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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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 , 参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考古学报》 1972 年 1期。



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 , 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 , 故在唐代文献

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 。这就是说 , 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

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 , 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 , 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

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 , 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 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 , 涉及的自然与社会

因素众多 , 恐怕难以简单做答 , 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 ,

揭示人地关系 (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 , 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

排挤出北方内地 , 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

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 ,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 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 , 给畜群

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 , 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 、 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 ,

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 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 , 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 , 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

动物性产品 , 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 , 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 , 根本区别在于:与种

植者相比 , 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① 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 , 食物消费

者———人类乃是一种 “食草者” , 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 “初级生产

量” (或称 “第一性生产量” , 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 , 生产对象

(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 , 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

“食肉者” 。在这一生产系统中 , 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 , 而是取

决于系统中的净 “次级生产量” (或称 “第二性生产量” , secondary 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

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 , 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 , “当能量以食物的形

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 , 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 , 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

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 , 只把一小部

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 , 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

掉” , “因此 , 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 , 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

5%—30%之间 。平均说来 , 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 10%, 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

的转化效率大约是 15%。”② 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

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 , 能量大量减少 , 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

(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 , 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 000千卡 , 那么将只有 100

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 , 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 , 1千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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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3 年 , 245 、 253页。

营养级 (trophic levels), 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 、 便于进行能流定

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 , 在 “食物链” 和 “食物网” 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

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 , 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

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 , 有的译作 “营养层

次” 、 也有写作 “营养位” 。本文特以 1993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 《普通生态学》 (孙泳

儒 、 李博等编)为准。



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①。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 “林德曼效率” 理论②。由于

这一规律的支配 , 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 , 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 , 总是

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 (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 、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

物), 形成所谓 “生态金字塔” 。正因如此 , 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 、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

于鹿 、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 , 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 (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

扩大其食物来源 , 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 , 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

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 , 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 , 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 , 如以畜牧

业和肉食为主 , 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 , 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 。

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 000千卡的热量计算 , 每人一年需

109.5万千卡 , 以平均亩产 400公斤粮食 , 每克粮食含 4.15千卡能量计算 , 亩产能量是 166万千

卡 , 则每人只需 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 , 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

还要大一些 , 需 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 , 按草食动物

10%的转化效率计算 , 那么 , 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 10倍 。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

物在一年内利用完 , 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 , 因此 , 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③。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 , 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

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 (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 , 时间具体到唐代 , 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

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 , 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 。一平方公

里的土地 , 折合成市亩为1 500亩。如据 《汉书·食货志》 估计方法 , 则其中1 000亩可以开垦为农

田④ , 除去 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 , 剩余的 850亩可做粮用耕地 , 折算成唐亩约1 000亩;取当

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 1石 (均为唐计量)计算⑤ , 共可收粟约1 000石;其中除去

10%的种子 、 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 , 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

计算 , 共可加工成米 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 2升 , 人均年耗粮约 7石 2斗 , 450石粟

米可满足 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 , 在唐代 , 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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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 学者有不同的估计 , 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 1 石。唐人估计当时粟

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 1 石 , 如 《通典》 卷 7 《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

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 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 (翱)集》 卷 3 《平赋书》

也称:“一亩之田 , 以强并弱 , 水旱之不时 , 虽不能尽地力者 , 岁不下粟一石” 。此类议论甚多 , 不一

一具引。又 , 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 、 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 , 复种指数提高了 ,

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 , 所以亩产 1 石粟 (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的最低值。

《汉书》 卷 24 上 《食货志》 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 “尽地力之教” 说:“地方百里 , 提封九万顷 , 除山泽

邑居叁分去一 , 为田六百万亩” ;而 《商君书·徕民》 则云:“地方百里者 , 山陵处什一 , 薮泽处什一 ,

溪谷流水处什一 , 都邑蹊道处什一 , 恶田处什二 , 良田处什四” 。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

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 、 战国时人的估计 , 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 , 一

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 , 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 。

杨怀霖主编 《农业生态学》 , 农业出版社 , 1992 年 , 73页。

“林德曼效率” 亦称 “十分之一定律” , 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 1942 年提出 。参 《普通生态学》 , 203—

207、 230—237 页;马传栋 《生态经济学》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 59页。

〔美〕 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 , 李建东等译 , 科学出版社 , 1988年 , 59—60 页。



62.5人 , 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 , 日均摄入热量达3 100千卡以上①。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 , 黄河中下

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 、半干旱典型草原 , 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 , 后者

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 , 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 , 姑且将这

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 , 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 , 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 , 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

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 。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 , 在自然放牧状态下 , 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 8

亩草地② , 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 190只 。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 28.5%, 姑假

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 , 以年均出栏率 30%计算 , 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 57只;又 , 现代北方羊

均肉产量约为 13公斤 , 57只羊共产肉约为 741公斤③。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

《食物成分表》 , 羊肉肥瘦相均 , 每 100克含热能 307千卡 , 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

供热能2 274 870千卡 , 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 100千卡的水平 , 则可供一人消费约

734天 , 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 2人。当然 , 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 、 头脚等部分 ,

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 2倍 , 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 。显然 , 在同样

面积的土地上 , 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 , 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 , 前者所能

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 1 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 , 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

内 , 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 , 扩大耕地 、 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 ,

只有这样 , 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

件的典型放牧业 , 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 , 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 必

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 。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 、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

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 , 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 , 朝农业自然条件

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 , 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 , 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 , 农耕区

域又呈扩展之势 , 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 , 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

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 , 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 , 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

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 , 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 , 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

制 , 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 、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因此之故 , 在

隋唐文献中 , 再也找不到像 《齐民要术》 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 , 即猪 、 羊地位的升降 , 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 。

在中古时代 , 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 ,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 , 对羊肉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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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 , 均据上揭 《中国养羊学》 , 138 页。 阳晔 《膳夫经手录》 称:其时 “羊之大

者不过五 、 六十斤 , 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 唐制 1 斤 , 约合 1.19 市斤 , 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 30 余公

斤 (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 , 姑置而不论), 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 , 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

在 40%—60%之间。据此推算 , 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

李志农主编 《中国养羊学》 , 农业出版社 , 1993 年 , 373页。

唐代 2升约合 1.2市升 , 按小米每市升重约 1.5 市斤计算 , 则唐人日均食米约 1.8市斤 , 即人均日食粟

米约 900 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 《食物成分表》 , 每 100 克小米含热能约 351 千卡 ,

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 100千卡以上 , 高出 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 450千卡不少。 按:本

文唐亩 、 唐石与市亩 、 市石的换算 , 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 , 均依据李伯重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

论》 (农业出版社 , 1990 年)的意见。



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 , 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羊是

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 , 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 , 在人口密度不高 、 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 , 可

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 、 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 , 发展养羊生

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 , 猪的食性较杂 , 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 , 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

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 , 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 , 并且

更有利于积粪肥田 , 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 , 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

达的家庭养羊业 , 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 , 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

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 、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 这种局面在当

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 , 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 、 养猪与耕种相

配合的发展老路 。

四　农牧经济的消长与 “胡化” 、 “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 ,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 ,

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

关联 , 与所谓 “胡化” 和 “汉化” 问题互为表里 。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 , 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 , 为之

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 , 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 , 倍受史家关注 ,

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 “胡化” , 语词虽极简约 , 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 , 它包

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 、政治构造 、 经济生产 、 日常生活习俗 、 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

影响 。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 , 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 , 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

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 , 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 , 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

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 , 在我看来 , 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 , 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这种

经济影响 , 具体来说 , 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

献史料 , 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 “胡化” , 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

接相关。比如 “食肉饮酪” 风气的盛行 , 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

许多地方民风悍猛 、 尚武成风 , 固然由于世道动乱 , 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 , 有日

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 , 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 。应

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 , “食肉饮酪” 、 尚武骑射 , 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 , 与之共

居杂处 , 一向 “好儒学” 、 “重礼文” , 视 “食肉饮酪” 为异俗的汉族 “粒食之民” , 亦深受此类

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 , 更是如此。

但是 , 就整个时代而言 , 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 , 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

自己的传统 , 接受了汉族文化 , 包括农耕技术 , 弃牧畜而事耕稼 , 其结果是 , 这些民族逐渐与

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 , 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 “汉化” 。

所谓 “汉化” , 同 “胡化” 一样 , 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 , 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 , 意义

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 、政治制度 、 礼仪风俗 、 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

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 ,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 , 由游牧民转变

为农耕民 。这是在 “汉化” 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 “汉化” 问题 , 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 有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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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篇牍众多 , 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 , 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

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 、 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 , 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 , 对

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

少数民族 “汉化” 问题时 , 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 “落后的文化” , 而将中原汉族文化

定性为 “先进的文化” , 于是 , 所谓 “汉化” 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 (游牧民族)征

服者为被征服者 (汉族)的先进文化 (或文明)所征服 , 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

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 , 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 , 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 (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 ,

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 , 因此 , 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 , 就

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 , 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

“先进” 与 “落后” , 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 “先进” 与 “落后” 时 , 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 , 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

“逐水草而牧畜” 、 “食肉饮酪” 的固有传统 , 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 , 相反却是

他们自己逐渐放弃 , 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 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

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 , 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 , 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 ,

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 、使用之后更是如此 。但是 , 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

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 , 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 、

先进与落后 , 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 。

在中原内地 , 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 “先进” , 但在这里 , “先进” 的涵义只是 “更适应环境” , 因

此 “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 :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 , 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

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 , 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 , 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 400mm的等

降水线 , 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 , 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 。在中原地

区 , 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 , 但在长城以北地区 , 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

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 , 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 , 在那里 , 游牧生产具有 “先进性” 。这样看

来 , 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 , 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 ,

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 “先进性” ———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 , 但亦与生存环境的

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 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 , 这些

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 ,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 “先

进文化” , 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 , 相反 , 许多人却逐渐在 “胡风” 的熏习下 , 接受了

“逐水草而居处” 和 “食肉饮酪” 的游牧生活方式 , “胡化” 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 , 尽管将少数民族 “汉化” 笼统地理解为放弃 “落后” 游牧文化 , 转而接受 “先进”

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 , 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 , 在这一

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 , 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 , 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 ,

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 , 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 、 社会规范 、 伦理观念和儒家

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 , 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 , 当我们认识北方

少数民族 “汉化” 时 , 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 、 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

的影响 , 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 , 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 , 因为在其

走向 “汉化” 的历程中 , 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 , 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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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吟风弄月 、投壶博弈相比 , 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

当然 , 进入中原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牧畜 , 转事农耕 , 并不是一种随意做出的选择 , 而是

经过了反复的利弊权衡与经济比较;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 其间充满了种种利益冲突和思

想斗争。在古代历史上 , 曾先后有几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 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 , 进入中

原内地之初 , 他们仍试图延续原有的生产与生活习惯 , 广设牧苑 , 养马放羊 , 发展畜牧生产 。

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向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 在最高统治阶层中曾一再展开激烈的政治争论 ,

顽固地主张保持游牧传统者也不乏其人 , 有的甚至认为 “汉人无补于国 , 可悉空其人以为牧

地” ①。但是 , 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农民和因农牧争地而不断尖锐的民族矛盾 , 最高统治者最终

都选择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道路 , 相继采取鼓励垦田种植 、 限制过度占地畜猎 、 实行新的土地制

度等等一系列措施 , 力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 并推动本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他们做出

这样的选择 , 正是基于农耕在内地所具有的 “先进性” 与优越性:在长城以南 , 农耕毕竟是最

具效率的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获得途径 , 发展农业有利于解决民众的衣食生计 , 缓解民族矛

盾 , 恢复社会安定;有利于统治者更多地聚敛和更好地享受物质财富。就其民族内部来说 , 将

习惯于马上生活 、游徙不定而且桀骜难驯的牧民族众改造为附着于田宅园池 、安守本份的农民 ,

也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这方面 , 由鲜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 ,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范例②;若干个世纪以后 , 蒙元王朝也做得相当成功③。

总之 , 从中古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变动和农牧经济的消长着眼 , 考察当时社会的民

族关系和文化变化 , 可以发现 “胡化” 与 “汉化” 原来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 在经济生产中有

着不同的表现倾向:在 “胡化” 时期和 “胡化” 区域 , 畜牧生产较为发达 , 所占的经济比重也

较高;反之 , 游牧民族 “汉化” 的过程 , 则是他们逐渐放弃畜牧和接受农耕的过程 , 就整体区

域来说 , 实际上也是畜牧生产逐渐退缩和转衰 , 经济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从而使我们对中古

时期的 “胡化” 与 “汉化” 问题 , 又有了新的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 , 关于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

为什么未能在文化上征服汉民族 , 而是被后者 “先进” 的农耕文化所征服 , 也似乎有了一个较

为具体的答案。

〔作者王利华 , 1963年生 , 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

(责任编辑:高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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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上 ,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方面 , 北魏和元朝统治者甚至做出了比汉族王朝更卓有成效的努力:

北魏通过制定和实行 “均田制” , 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动荡摧毁的北方经济 , 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 , 出现了一部集北方旱作农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贾思勰

《齐民要术》 ;元朝在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之后 , 设立司农司 , 积极编著农书 、 推广棉花等新作

物 、 大力兴建水利工程 , 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 , 也涌现了 《农桑辑

要》 、 王祯 《农书》 等传统农学的经典著作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事实。

关于北魏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 , 参张维训 《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 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年 3 期。

《元史》 卷 146 《耶律楚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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